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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区形态变迁受到人口迁移、住区满意度和低碳城市发展政策等因素的限制，常用的土地利用模型难以有效表征这一相

互制约关系，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 本文通过耦合 ＳＤ 模型和 ＣＬＵＥ⁃Ｓ 模型，充分发挥了 ２ 个模型在宏观情景模拟

和微观土地分配上的优势，模拟了住区、人口、住区碳足迹等制约因素的相互关系，为住区形态变迁时空模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

方法。 本文以厦门岛为例，根据研究区历史统计数据、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住区形态变迁 ＳＤ 模型，模拟了基准情景、紧凑情景

和低碳情景三种不同发展情景下各类住区类型的用地需求，结合 ＣＬＵＥ⁃Ｓ 模型预测了三种情景下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２０ 年各类住区类

型的用地范围。 结果表明，基准年住区类型Ⅰ、Ⅱ、Ⅲ三者占地面积比例为 １：１．１８：０．８３，基准情景下 ２０１８ 年住区类型Ⅲ将成为

主要的住区类型。 低碳发展和紧凑发展是惯性发展的两种极端情况，体现在总住区面积、人均住宅面积和人均碳足迹大小的变

化，但是对厦门岛总人口数量的影响并不大。 根据目前厦门的发展趋势，低碳发展情景与紧凑发展情景相结合可能更靠近现

实。 在空间分布上，住区类型Ⅰ未来不再新建；住区类型Ⅱ遵循现状继续发展的惯性较大；住区类型Ⅲ分布在征地成本相对较

低的区域。 模型模拟结果能够为住区用地规划、住区发展对策建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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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８４．７ ｋｍ２ ．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ｗ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
ａ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ｈａｓｅ， ａｔ ５７５９ ｋｇ Ｃ ／ ｃａｐ， ｉｎ ２０２８．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ＬＵ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ｏｗ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ｌａｎｄ⁃ｃｏ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ｃｔ⁃ｃｉｔｙ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Ｗｅ ａｌｓｏ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ＬＵ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城镇用地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扩张。 ２０１４ 年中国城镇化

率达到 ５４．７７％，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５６％－５８％，未来 ２０ 至 ３０ 年内将超过 ７０％［１］。 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

进，城市生产与消费活动大大增强，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受到重视［２］。 全球 ７５－８０％与能

源消耗有关的二氧化碳来自城市［３－５］和城市中的住区［６－７］。 大量的人为碳足迹不仅诱发全球变暖，还可能打

破全球碳循环平衡状态，导致诸如富营养化、光化学污染、水体有机污染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
长期以来，碳足迹研究多集中于产业、经济、能源、贸易等领域［８⁃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为生产活动原始

驱动力的家庭生活消费［１０］。 家庭作为社会终端消费单元，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均会产生直接和间接

的碳足迹［１１⁃１３］。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由家庭生活消费带来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比例不容忽

视。 Ｗａｎｇ 等［１４］研究指出，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中国家庭生活消费碳足迹占总碳足迹的比例由 １９％上升到 ３０％。
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３８％，已超过其工业部门碳足迹［１５］。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

活总能耗和总碳足迹都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１６］。 Ｗｅｉ 等［１７］ 使用消费方式分析的方法对终端能源消费进行

了研究，中国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每年有 ３０％的碳足迹受到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

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未来居民生活的能耗与碳足迹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住区是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人们以一定生产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活

的聚居点，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世界所产生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１８］。 住区碳足迹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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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城市乃至国家的低碳化水平。 Ｔｈｏｍａｓ 等研究指出，如果美国普通家庭能够采取切实的节能行动，１０ 年后美

国 ＣＯ２总排放量有望减少 ７．４％［１５］。
然而，目前有关住区碳足迹的研究多停留在探寻影响因素的定性研究层面上，明晰住区类型以及家庭社

会情况等人文因素的影响程度的定量研究还较少。 影响住区碳足迹的因素可归纳两类：住区内部属性（如户

均面积、家庭生活水平）和住区外部环境（如到达交通枢纽的距离） ［１９⁃２０］。 不同的住区在规模、人口组成、发展

阶段和所能提供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由此也表现出不同的住区形态特征。
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剧增，作为城市形态在微观层面的体现，住区形态迈进一个高度发展的阶段。

特别是在我国，伴随着 ８０ 年代住房制度改革和 ９０ 年代住房保障体系政策实施［２１］，住区形态的巨大变化不仅

表现在住区密度和建筑样式的改变［２２］，住区中居民生活方式、居住条件、生活观念的改变也是其重要的表现

形式［２３］。
住区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其类型以及数量变化除了随着本身生命周期发展，同时这一过程还受到政策

因素、市场供需关系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 系统动力学简称 ＳＤ（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是一种以反馈控制理论为

基础，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辅助手段分析研究复杂信息反馈系统的科学。 尤其适用于住区这类复杂社会经济

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 城市住区作为土地利用类型之一，其形态变迁研究可以遵循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的研究

思路深入到空间格局分配上。 由于 ＳＤ 模型仅能从类型和数量上反映住区形态变迁，其对空间变化表述上的

缺失使得住区形态变迁领域需要一个合适的模型刻画住区在空间分布格局上的转变过程。 Ｃ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ｔ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模型是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 Ｖｅｒｂｕｒｇ 等科学家

组成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影响”研究小组于 ２００９ 年最新研究发布，是模拟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模型。 该模型

较其它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优越之处在于：（１）它既包含自上而下的模拟方式，又兼有自下而上的计算模式；
（２）同时考虑社会经济以及地理环境方便的住区变迁影响因子，对于研究住区形态变迁这类同时受内部属性

和外部环境同时作用的问题尤为适合；（３）可同时模拟多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趋势。
本文以厦门岛为研究区，在对研究区典型住区的确定及各类住区碳足迹评估的研究基础上［２４］，结合 ＳＤ

模型和 ＣＬＵＥ⁃Ｓ 模型，充分发挥 ＳＤ 模型在情景模拟和宏观驱动因素反映上的优势和 ＣＬＵＥ⁃Ｓ 模型在微观土

地利用空间格局最优分配上的优势，模拟该区域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２０ 年的住区类型变迁，揭示城市发展对住区形

态变迁过程的影响。 目的在于探究一种能够有效应用于住区形态变迁情景模拟模型，加强对住区形态变迁、
住区碳足迹和自然与社会经济等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和认识。

１　 研究区与数据

１．１　 研究区简介

厦门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１７°５２′５３．８″—１１８°２６′１．２″，北纬 ２４°２３′１２．７″—２４°５４′２９．３″，位
处漳厦平原和泉州平原的中心，北面与泉州地区南安市、安溪县为邻，西面与漳州市长泰县、龙海市相接，东临

金门县，处于发源于闽西、横贯龙岩、漳平、华安、长泰、龙海等地的九龙江口，与台湾隔海相望，与金门一衣带

水，为祖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如图 １ 所示。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
１９８０ 年，国务院在厦门市湖里区设立经济特区，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国务院批复厦门市行政区划调整，现下辖思明、湖
里、海沧、集美、同安、翔安六个行政区，市域行政面积为 １５６５ 平方公里，其中本岛面积为 １３３．２５ 平方公里。

厦门岛区先后经历了 ８０ 年代住房制度改革和 ９０ 年代住房保障体系政策实施，分析厦门岛区家庭碳排放

的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住区形态变迁过程中家庭碳足迹的变化规律和影响机制。 由于厦门岛区是典型的岛

屿城市，有明确的地理界限，以厦门岛区为案例可建立明确的系统边界，相关统计资料数据可准确表征这一系

统。 Ｔｒａｐｐｅｙ 等［２５］研究不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成本与效益时，同样选择相对独立的澎湖岛作为研究对象。 厦

门市是典型的沿海城市，以其为案例所得的分析结果将为探究全球 ５０％位于海岸带的城市住区碳排放提供

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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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１．２　 数据及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需要收集大量的基础数据并进行复杂的数据预处理工作。 所需数据可归纳社会经济数据、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家庭碳足迹调查数据以及土地利用数据四类。 其中，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包括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厦门市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主要获取常住人

口、户籍人口变动情况、家庭户人口、房屋施工竣工面积、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房地产开发等信息。 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主要来源于研究区河流、道路、居民点数据，据此获得 ＳＤ 模型中各类住区的占地面积和 ＣＬＵＥ⁃Ｓ
模型中各项土地利用转化驱动因子。 家庭碳足迹调查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在研究区进行

的家庭活动消费以及家庭基本情况问卷调查，调查根据厦门岛城市空间格局以及住区类型、建筑年代等属性，
调查区域包括华侨博物馆、中山路等 ２６ 个主要城市居民居住区及其周边街道。 其中，位于思明区的住区 １３
个，位于湖里区的住区 １３ 个。 从建设年代划分，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建成的住区 ５ 个，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１９９４
年建成的住区 ９ 个，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建成的住区 ９ 个，２０００ 年以后建成的住区 ３ 个。 每个小区随机抽取 ２０—３０
户家庭，共回收问卷 １０９０ 份，涵盖 ３６８１ 位居民，其中有效问卷 ９５２ 份，有效率达 ８７．３％。 数据包括户均家庭

成员数、户均住房面积、电费、燃气费、出行方式等信息。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研究区 ２００９ 年 ＩＫＯＮＯＳ 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结合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数据进行现场调查结合目视解译获得。 社会经济数据为统计表数据，需要导

入到空间数据库并进行空间化处理。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经过 ＡｒｃＧＩＳ 距离制图处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由矢量数据转

换为栅格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根据厦门岛 ８０ 年代住房制度改革和 ９０ 年代住房保障体系，将厦门岛土地利用

类型重新分类为六种：其它建成区、住区类型Ⅰ、住区类型Ⅱ、住区类型Ⅲ、非建成区及不可利用地。 为了保证

研究结果的精度以及可靠性，城镇用地利用 ＩＫＯＮＯＳ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校正并更新。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整体上可以分为 ２ 个部分：（１）建立基于住区形态变迁的住区碳足迹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ＳＤ 模

型），分情景模拟未来住区需求变化并计算三种情景下住区碳足迹；（２）将 ＳＤ 模型模拟结果输入 ＣＬＵＥ⁃Ｓ 模

型的需求模块，进行未来住区空间分配模拟研究，得到三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分布格局，探讨出未来主要住区

的空间分配特点。 整个研究分别从时间、空间、数量和序列变化上刻画出住区形态格局演变过程，明晰研究区

的住区形态变迁驱动因素特征、数量结构特征、空间分配特征、情景特征。 具体流程如图 ２ 所示。
２．１　 ＳＤ 模型构建及情景设置

人口增长与住宅建设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 在有关城市住房需求模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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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本研究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究中，常将模型划分为人口和住宅两个子系统，并通过住房的供需关系建立两个子系统间的反馈环［２６⁃２７］。 本

研究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模型划分为住区、人口和碳足迹三个子系统，并结合厦门岛住区形态变迁的

特点细化住区子系统，同时考虑碳足迹变化对当前住宅建设政策的影响。
２．１．１　 住区子系统

根据 ８０ 年代住房制度改革和 ９０ 年代住房保障体系［２８］，将厦门岛 ２８ 个社区分为三类，如图 ３ 所示。 住

区类型Ⅰ：１９８０ 年前城镇住宅和城中村住宅，主要包括厦门老城区住区和城中村，属于被改造拆迁的对象，建
筑特征是楼层一般在 １－３ 层，建设密度较高，如中山路社区；住区类型Ⅱ：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建造的城镇住宅，
主要包括商品化单位和安置小区，建筑特征是楼层一般在 ５－８ 层，建筑密度中等，如屿后里社区；住区类型

Ⅲ：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建造的城镇住宅，主要包括一般商品房小区、高档商品房小区和保障性住房，建筑特征是

楼层一般在 １０－３０ 层，建筑密度较低，如瑞景社区。 ２００９ 年三类住区占地面积分别为 ９７９、１１５７、８１４ 公顷，面
积比为 １：１．１８：０．８３。 未来住区类型Ⅱ和Ⅲ将逐步取代住区类型Ⅰ。

图 ３　 厦门岛三类典型住区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Ⅱ⁃Ⅲ

根据房屋生命周期的变化，三类住区依次经历新开发（规划）、施工、竣工、在用和拆除 ５ 个状态，上一状

态经过固定年限后进入下一状态，具体数值根据统计年鉴确定。 三类住区形成具有延迟过程的平行物质流，
如图 ４ 所示，以实现模型对现实世界最大程度的仿真。

根据三类住区的划分原则及厦门市未来住区发展特点，本研究假设住区类型Ⅰ在未来 ２０ 年不再新建开

发［２９］；假设住区类型Ⅱ和Ⅲ在未来 ２０ 年内成为新建开发的主体［３０］。 规划建设面积及其比例受到人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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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影响，人口与规划面积成正反馈，剩余土地面积比例与规划面积成负反馈，其中剩余土地面积比例通过

总住区占地面积与设置的政策控制变量———厦门岛控制住区面积求得。 政策调控因子为随机因子，以模拟实

际情况下的波动。 在子系统末端，通过三类住区的建筑容积率将占地面积转换成建筑面积，进入碳足迹子

系统。

图 ４　 住区子系统系统动力学流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５　 人口子系统系统动力学流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２．１．２　 人口子系统

厦门作为中国宜居城市之一，其自然条件和居住环

境是吸引外来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在人口子系统中，
不同的人口统计口径增加了人口模拟的难度，本模型将

厦门岛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两部分，如图 ５
所示。 对于户籍人口，依据统计年鉴数据模拟其自然增

长和机械增长，其中，机械增长由外来人口迁入厦门岛

的意愿决定，受人均住房面积影响，计算该变量时使用

住区子系统的建筑面积指标。 由于人们收集购房变化

信息需要一定时间，且得到厦门岛房屋资源的信息后人

们通常需要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是否迁入，因此，在人

均住房面积对迁入率的影响上设置信息延迟。 对于非

户籍人口，是由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所决定，通过统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人口资料发现，非户籍人口在 ７５ 万附近

波动（±４％）。 虽然 ２０１０ 年《厦门市户籍管理规定》实施以来登记暂住人口大幅上升，但考虑厦门岛的岛屿地

理限制以及高端人才的引进策略，本研究视厦门岛对暂住型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已满足，将外来人口设置为常

数，这与限制岛内总人口发展政策是吻合的。
２．１．３　 碳足迹子系统

本研究选取居民日常生活中碳减排潜力较大且数据可得性较好的排放源作为研究对象。 最终选定的家

庭碳足迹源包括：家庭用电、家庭炊事取暖燃料使用、交通出行、家庭生活垃圾处理、家庭生活污水处理、家庭

食品消费和家庭住房消费共 ７ 项活动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归纳为建筑碳足迹、生活碳足迹、交通出行

碳足迹。 本研究以家庭能源消费碳足迹计算为例，交通出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食品消费和住房消费的计

算类似于家庭能源消费碳足迹：对于能源消费产生的碳足迹，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包括家庭用电和用气等开

支数据按照厦门市物价局提供的 ２００９ 年厦门市居民用电和用气单价分别折算出家庭每年用电量和燃气使用

量。 然后按照《２００６ 年 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基本公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Ｄ×ＥＦ，即排放量等于家庭各类

的活动数据乘以相应的排放系数计算得到，计算公式详见笔者另一篇文章［３１］。
碳足迹子系统中的重要变量是家庭数，通过住区子系统中的建筑面积和户均住房面积计算得到，如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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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对于住区建筑面积，考虑到所建住房在实际市场供需情况下并没有被充分使用，加之住区类型Ⅲ的部

分楼层用于商业用途，因此引入入住率变量，以实际在用建筑面积计算家庭数。 由调查问卷得到的户均住房

面积、家庭人数等信息，计算出人均住房面积，并折算成住区满意度，从而连接人口子系统。 对于碳足迹的计

算，根据上述研究得到的各类户均碳足迹，考虑各类户均碳足迹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具体为户均建筑碳足迹

会受户均住房面积、住房使用寿命的影响，生活、交通碳足迹会受户均家庭人数的影响。 最后将 ３ 类碳足迹加

和得到厦门岛住区碳足迹。 为了排除厦门岛人口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同时也便于本研究与今后其他研究进行

比较，分别计算人均碳足迹、人均累计碳足迹［３２］，作为本研究的政策目标之一。

图 ６　 碳足迹子系统系统动力学流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２．１．４　 情景设置

对于住区形态变迁的情景设置需要综合考虑研究区在研究时间段内不同的发展阶段。 本研究使用

Ｖｅｎｓｉｍ ＤＳＳ 中的政策优化模块确定情景中的参数选择，首先设定目标变量，然后设置几个控制变量的定义

域，最后使用 Ｐｏｗｅｌｌ 寻优法［３３］，通过反复迭代寻找模型最优集。 例如低碳情景下，首先设置人均碳足迹为目

标函数，该值最小为低碳情景的目标；然后设置各控制变量的变化范围，控制变量的选取以选取决策者关注且

可控的变量为依据，控制变量定义域的确定以不低于现有技术且未来可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为依据；最后计算

出达到该情景目标时，各控制变量的解。
本研究设置三个情景及各情景的参数设置见表 １。 基准情景（Ｂａｓ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基于目前人口、土地增长

模式，模拟未来 ２０ 年厦门岛人口、土地和碳足迹的惯性发展情景。 即保持 ２０１０ 年相关因素间的系统动力学

关系不变。 低碳情景（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在上述政策可控变量允许的变化范围内，实现 ２０３０ 年人均碳足

迹最低。 紧凑情景（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ｉｔｙ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在上述政策可控变量允许的变化范围内，实现 ２０３０ 年厦门岛紧凑

度最高。 本研究中紧凑度定义为建筑面积与占地面积的比值。
２．２　 ＣＬＵＥ⁃Ｓ 模型构建及参数设置

ＣＬＵＥ⁃Ｓ 通过比较同一位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适宜度来进行空间分配，将总适宜度最大的土地利用

类型分配在该位置，分配后各土地利用类型总量与土地需求总量保持一致。 ＣＬＵＥ⁃Ｓ 模型分为非空间土地需

求模块和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分配模块两部分，模型在进行空间分配之前首先要确定四项参数：土地利用转化

弹性、土地利用转化次序、竞争优势和限制区域。 其中前三者构成了模型运算的土地利用转换规则，限制区域

决定了模型运算的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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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三种情景的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Ｄ ｍｏｄｅｌ

情景名称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基准情景
Ｂａｓｉｃ

低碳情景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紧凑情景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ｉｔｙ

控制住区面积（公顷）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ｈａ） ８００ ７００ ９００

新建住区中住区类型Ⅲ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８０ ９０ ９０

住区类型Ⅱ容积率
Ｆｌｏｏｒ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 １．５ １．５ １．８

住区类型Ⅱ容积率 ／ ｍ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ｙｐｅ ＩＩ
７９ ８７ ８７

住区类型Ⅱ使用年限（ｙｅａ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ｙｐｅ Ⅱ ５０ ６０ ６０

住区类型Ⅲ容积率
Ｆｌｏｏｒ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２．５ ２．５ ３．５

住区类型Ⅲ户均面积 ／ ｍ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８８ ９６ ９６

住区类型Ⅲ使用年限（ｙｅａ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ｙｐｅ Ⅲ ５０ ６０ ６０

２０３０ 年人均碳足迹 ／ （ｋｇ Ｃ ／ Ｃａｐ）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 ２０３０ ４６０５ ３７７１ ５７５９

２０３０ 年住区紧凑度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３０ ０．９９７ ０．８８６ １．４６７

２．２．１　 土地利用转化弹性

土地利用转化弹性的数值介于 ０－１ 之间，其大小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强度的影响，土地利用类型越

不易发生转化，其相应的土地利用转化弹性数值越大，越容易发生转化，此数值越小。 在本研究中，非建成区

在研究区的城市化过程中，发生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强度较高，因此转化弹性系数取值应较其他建成区小；不可

利用地不发生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取值为 １；住区类型Ⅰ在研究时间范围内会因拆除发生土地利用类型转移；
住区类型Ⅱ和Ⅲ在研究时间范围内基本未达到建筑使用寿命上限，因此发生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可能性极

低。 综上分析，本研究设定土地利用转化弹性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本研究土地利用转化弹性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ｅｔｒｉｘ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

其它建成区
Ｏｔｈ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住区类型Ⅰ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

住区类型Ⅱ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

住区类型Ⅲ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Ｉ

非建成区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不可利用地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弹性系数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５ １

２．２．２　 土地利用转化次序

土地利用类型转化次序的设置是通过实际分析现有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分析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趋势来确

定的。 本研究假定住区类型Ⅰ不再新建，其他地类均无法转变为该类；非建成区无法由其他地类转变而来；不
可利用地不发生转变；其余地类之间均允许发生转变。 本研究土地利用转化次序如表 ３ 所示，０ 代表两种土

地利用类型间不能发生转变，１ 代表两种土地利用间可以发生转变，模型通过设定各个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

移矩阵来定义各个土地利用类型间是否能实现转变。
２．２．３　 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用来确定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权重值，实质上是制定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的规则。 本研究

按照因子可定量化、研究区内部差异性、数据资料一致性、与土地利用相关性等原则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选
取了 ８ 个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高程、坡度、坡向、人口密度、到市中心距离、到公路距离、到商服区距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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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线距离。 可以根据己有的各个因子的矢量图，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模块计算得到驱动因子图，如图 ７
所示：

表 ３　 本研究土地利用类型转化次序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其它建成区
Ｏｔｈ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住区类型Ⅰ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

住区类型Ⅱ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

住区类型Ⅲ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Ｉ

非建成区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不可利用地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其它建成区
Ｏｔｈ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住区类型Ⅰ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住区类型Ⅱ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住区类型Ⅲ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非建成区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不可利用地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图 ７　 各驱动因子的空间量化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Ｇｒｉｄｍａｐ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中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方法建立 ６ 种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和 ８ 个驱动力之间的

关系，计算出回归系数 β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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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限制区域

考虑到一些特殊区域土地不允许随便转换，可将其设置为限制区域。 本研究设置厦门岛为研究区域，其
中根据《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３４］ 设置营平片区、厦港片区为限制区域，不参

与模型运算。
２．２．５　 需求模块

需求模块是 ＣＬＵＥ⁃Ｓ 模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模型要求把不同需求方案的结果输入模型，以便进行

空间分配和空间模拟。 不同需求方案的结果可利用各种土地需求量预测方法求取，并且模型要求输入研究期

间各年度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需求量。 土地需求量预测是根据与各类用地有关的当前或以往的资料和数

据，通过科学方法进行逻辑推理，对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未来各类用地规模的数量动态变化做出科学估计和

测算。 本研究基于 ＳＤ 模型模拟未来厦门岛各住区类型的需求状况，将模拟结果输入 ＣＬＵＥ⁃Ｓ 模型的需求

模块。
２．２．６　 空间分配

完成空间模块和需求模块的计算后，进行空间分配。 空间分配是 ＣＬＵＥ⁃Ｓ 模型核心，基本原理是：首先确

定允许转换的土地利用单元并计算每个栅格单元对于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可能性（总可能性 ＝可能性＋
转换规则＋叠代系数），形成最初的土地利用分配图；然后与土地利用需求比较，进行土地利用面积空间分配，
直到满足土地利用需求为止。 模拟结束后，如结果不理想，可进行校验，包括对数据质量、需求目标设置、驱动

因子选择以及相关参数的调整。

３　 结果及分析

３．１　 ＳＤ 模型精度验证

由于现实系统的复杂性，模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验证模型的可用性，本研究对模型进行测试。
应用 Ｖｅｎｓｉｍ 软件所提供的量纲一致性测试和真实性测试验证了模型的表达正确性。 本研究所选用的人口模

型为经典的指数增长模型［３５］，为测试其合理性，以研究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建立结构相同

的人口子系统进行仿真，仿真值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历史统计数据对比进行验证，相对误差为 ０．０７％－３．４％，平
均相对误差为 １．４０％，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厦门岛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户籍人口数据仿真值与历史值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统计户籍
人口人（Ｃａｐ）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自然增长率 ／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迁入率 ／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迁出率 ／ ‰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仿真户籍人口
人（Ｃａｐ）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相对误差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２００３ ６０７５３４ ５．１７２ ５９．６０５ ７．９２９ ６０７５３４

２００４ ６４４０８９ ５．８５８ ５７．６７８ ９．３９５ ６３８８７１ ０．８１

２００５ ６８８３６５ ５．７６９ ６６．６５４ ９．６７５ ６７１８２５ ２．４０

２００６ ７２８３０２ ５．９８２ ６２．６６６ １１．６７４ ７０６４７９ ３．００

２００７ ７６５６９１ ７．６６９ ５６．１０９ １２．７８５ ７４２９２０ ２．９７

２００８ ８０８７２４ ９．１３０ ８９．４５０ ４５．３６９ ７８１２４１ ３．４０

２００９ ８３０４４４ ７．６９９ ７５．７５６ ５７．３０１ ８２１５３９ １．０７

２０１０ ８５４７５２ ６．９１２ ８３．９９０ ６２．４６４ ８５９００１ ０．５０

２０１１ ８８４１３７ ７．０４６ ７４．９９１ ４８．８０１ ８８７０４７ ０．３３

２０１２ ９１４３２０ ９．９２４ ６７．７４７ ４４．６５９ ９１４９３７ ０．０７

２０１３ ９４４９７３ ９．４８８ ８２．１６３ ５９．２１３ ９４２９５９ ０．２１

２０１４ ９７８２４４ ９．７３８ ６４．２１４ ３９．９４１ ９７１３４７ ０．７１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０２０ 年厦门岛总人口仿真值为 ２０８．５ 人，与《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厦门岛组团常住人

口 ２００ 万人相近，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良好。 通过变化模型参数值，仿真结果显示这种变化对模型行为的影响

很小，且模型行为与现实世界一致。 对于住区子系统的验证，由于数据获得率较低，本研究采用模型初始年的

仿真值与年鉴数据比较的方法，人均住房面积和平均家庭人数相对误差分别为 ４．６４％和 ３．２５％，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其它变量仿真值与历史值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模型变量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仿真值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调查值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ｓｕｒｖａｙ

公布值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公布值来源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误差值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人均住房面积 ／ ｍ２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ｃａｐ
２４．１５ ２６．５９ ２３．０８ 《２０１０ 厦门经济

特区年鉴》 ４．６４％

平均家庭人数（ｃａ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ｉｚｅ ３．１８ ３．４３ ３．０８ 《２０１０ 厦门经济

特区年鉴》 ３．２５％

３．２　 ＣＬＵＥ⁃Ｓ 模型适用性评估

本研究采用 Ｐｏｎｔｉｕｓ 等提出的 ＲＯＣ 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３６］。 ＲＯＣ（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是
验证土地利用履盖变化模型的方法。 该方法是来源于二值可能性表，每个可能性表对应一种未来土地利用类

型的不同的假设。 每个可能性表的内容是实际变化和实际没有变化的细胞对模拟变化和模拟没有变化的情

况。 一个完整的随意模型确定的 ＲＯＣ 值为 ０．５，而完全适合结果的 ＲＯＣ 值是 １．０。 通过 ＳＰＳＳ 软件实现这一

检验过程。 在取得较为满意的回归结果后（ＲＯＣ 值超过 ０．７５），计算出了每个土地利用类型的概率，从而可以

得到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概率适宜图。
结果显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 ＲＯＣ 曲线数值均达到 ０．６５ 以上。 其它建成区、住区类型 Ｉ－Ⅲ、非建成区、不

可利用地的拟合度依次为：０．６９３、０．７３３、０．８１８、０．６５４、０．７９０、０．７００。 其中对住区类型Ⅱ的解释效果最好，达到

０．８１８。 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能够进行模型模拟。
３．３　 ＳＤ 模型情景分析结果

利用系统动力学原理仿真住区形态变迁下的厦门岛住区碳足迹变化是可行的，它可以动态地反应出各种

社会、经济因素对住区碳足迹的影响，有利于决策者在管理厦门岛用地以及住区设计时作出正确的决策。 基

准情景下各变量仿真结果如图 ８ 所示：
住区类型Ⅰ由于不再新建，每年以一定的比例拆除，２０３０ 年剩余面积 ３．４８６ 公顷，仅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６．６％。

每年新开发面积中有 ２０％住区为住区类型Ⅱ，８０％为住区类型Ⅲ。 住区类型Ⅱ新建速度小于其拆除速度，
２０３０ 年剩余面积 ２４．４５ 公顷，占住区总面积的 ３４．５％。 住区类型Ⅲ面积持续增加，２０１８ 年首次超过住区类型

Ⅱ面积，成为主要的住区类型，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４２．８４ 公顷，占住区总面积的 ６０．５％。
住区总面积的增加分为快速增长阶段和平台阶段，２０１６ 年住区总面积超过 ７４ 平方千米，之后由于厦门

岛剩余土地面积的减少，新开发住区面积急剧减少，住区总面积增加缓慢，进入平台期，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７７ 平

方千米，接近于厦门岛控制住区总面积的 ８０ 平方千米。
厦门岛总人口呈现稳步上升趋势，２０１４ 年超过 ２００ 万，２０２２ 年超过 ２５０ 万，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３２０ 万。 ２０１８

年后增速加快，其主要原因是前期的住房快速开发迅速提高了人均住房面积，对外来人口的迁入形成强大的

拉力。
人均住房面积到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２８ ｍ２ ／人，随后在该水平附近波动下降，其原因是 ２０１８ 年前土地资源充裕，

住区开发速度快，人均住房面积呈增加趋势，２０１８ 年后，住区新开发面积开始受限，前期涌入的外来人口导致

住房资源紧张，人均住房面积下降。
厦门岛紧凑度以住区建筑面积与住区占地面积表示，由于住区类型Ⅲ比例的增大，厦门岛紧凑度 ２０１８ 年

前快速增长，２０１８ 年后由于新开发住区面积的限制，增速放缓。 而单位土地承载人口在 ０．０３ 人 ／ ｍ２附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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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基准情景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厦门岛住区碳足迹仿真结果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变化趋势。 住房满意度表示居民对人均住房面积的满意程度，仿真结果的变化趋势与人

均住房面积一致。
生活、建筑、交通三部分碳足迹均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８０２×１０９、２．３４８×１０９、０．５１１×１０９ ｋｇＣ ／

Ｙｅａｒ 上升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６．０６７×１０９、４．１０１×１０９、０．９０７×１０９ ｋｇＣ ／ Ｙｅａｒ。 其中，生活碳足迹和建筑碳足迹所占比例

较大，其改善潜力较大。 人均碳足迹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 ２０１０ 年人均碳足迹为 ３５７８ ｋｇＣ ／
人，持续上升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４６６１ ｋｇＣ ／人，随后在 ２０３０ 年缓慢下降至 ４６０５ ｋｇＣ ／人。

三种情景下总住区占地面积、总人口、住区紧凑度、总住区满意度、人均碳足迹，如图 ９ 所示。
在基准情景下，厦门岛总住区面积控制在 ７５．３ ｋｍ２，２０１８ 年基本达到饱和，人口增长速度适中，２０３０ 年厦

门岛总人口达到 ２４０ 万，住区紧凑度适中。 总住区满意度上升缓慢，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０．３５，即 ３５％居民对其住房

面积表示满意。 人均碳足迹 ２０２２ 年进入平台期，在 ４６０５ ｋｇＣ ／人附近波动。
根据模拟的低碳情景，厦门岛总住区面积控制在 ６６．４ ｋｍ２，２０１４ 年基本达到饱和，人口增长速度较慢，

２０３０ 年厦门岛总人口达到 ２４４ 万。 由于该情景下容积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住区紧凑度上升缓慢。 总住区满

意度上升缓慢，２０３０ 年接近 ０．４，即接近 ４０％居民对其住房面积表示满意。 人均碳足迹 ２０１６ 年进入平台期，
达到 ３７７１ ｋｇＣ ／人，之后缓慢下降。

根据模拟的紧凑情景，厦门岛总住区面积控制在 ８４．７ ｋｍ２，２０２４ 年基本达到饱和，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２０３０ 年厦门岛总人口达到 ２５２ 万。 与新建住房的容积率增加有关，该情景下的住区紧凑度迅速上升，２０３０ 年

接近 １．５。 总住区满意度上升速度适中，２０３０ 年接近 ０．４５。 人均碳足迹迅速持续上升，２０２８ 年达到平台期，在
５７５９ ｋｇＣ ／人附近波动。
３．４　 ＣＬＵＥ⁃Ｓ 模型情景分析结果

不同情景下住区分布格局的模拟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图中分别表示 ２００９ 年现状、２０２０ 年基准情景模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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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三种情景下模型关键变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果、２０２０ 年低碳情景模拟结果、２０２０ 年紧凑情景模拟结果。
基准情景下，三类住区分布格局基本不变。 原有的住区类型Ⅰ拆除部分主要为蜂巢山、高殿社区、枋钟

路、枋湖路、蔡塘一带，均为年代久远的城中村区域，但近年来该区域城市发展较快是引起其住区形态变化迅

速的主要原因。 新增的住区类型Ⅱ主要分布在莲坂区域，为原有住区的周边，可视为原有旧住区的扩建。 新

增的住区类型Ⅲ主要为住区类型Ⅰ拆除区域，柯厝、莲前、殿前等地区有小片的其他建成区转化为住区类型

Ⅲ，曾厝垵、湖滨北路、湖里大道、殿前、高崎等地区有成片的非建成区转化为住区类型Ⅲ。
低碳情景下，新增的住区类型Ⅱ零星分布在莲坂区域，即分布于原有住区的周边，可视为原有旧住区的扩

建。 新增的住区类型Ⅲ主要为住区类型Ⅰ拆除区域，柯厝、莲前、殿前等地区有完整大片的其他建成区转化为

住区类型Ⅲ，曾厝垵、湖滨北路、湖里大道、殿前、高崎等地区有成片的非建成区转化为住区类型Ⅲ。
紧凑情景下，新增的住区类型Ⅱ零星分布在莲坂区域，为原有住区的周边，可视为原有旧住区的扩建。 新

增的住区类型Ⅲ主要为住区类型Ⅰ拆除区域，柯厝、莲前、殿前等地区有小片的其他建成区转化为住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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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不同情景住区类型变迁模拟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Ⅲ，曾厝垵、湖滨北路、湖里大道、殿前、高崎、岭兜等地区有完整成片的非建成区转化为住区类型Ⅲ。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１）模型主要参数的估算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数据进行，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数据进行模型精度验

证，结果显示人口及其他主要参数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模型拟合程度较高，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间参数缺少权威的

预测数据进行模型精度验证。 厦门市尤其是厦门岛宜居的环境大大吸引外来人口，按照《厦门市城市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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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年厦门岛内人口密度是岛外 １１ 倍。 模型设置了人均住房面积、住区满意度等参数模

拟宜居环境吸引力对人口迁入迁出率的影响，但今后仍需进一步加强，２００８ 年厦门登记暂住人口首次超过

１００ 万人，达到 １００．７ 万，随后 ２０１０ 年超过 １３１ 万，２０１１ 年超过 ２２４ 万，超过了模型预期。 若今后使用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数据重新建模，建议加入宜居环境吸引力这一外部变量。

（２）在今后 ２０ 年内，厦门岛的总人口将持续提高，《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预计 ２０２０ 年厦

门岛组团常住人口将达到 ２００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１１０ ｋｍ２，人口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将继续加大，不同的住区

发展模式对厦门岛的低碳发展有着显著影响。 在基准情景下，２０３０ 年厦门岛总住区面积控制在 ７５．３ ｋｍ２，厦
门岛总人口达到 ２４０ 万，人均住区碳足迹为 ４６０５ ｋｇＣ ／人，住区紧凑度为 １，人均住房面积为 ３０．１ ｍ２ ／人；在低

碳情景下，２０３０ 年厦门岛总住区面积控制在 ６６．４ ｋｍ２，厦门岛总人口达到 ２４４ 万，人均住区碳足迹为 ３７７１
ｋｇＣ ／人，住区紧凑度为 ０．８５，人均住房面积为 ２６．２ ｍ２ ／人；在紧凑情景下，２０３０ 年厦门岛总住区面积控制在

８４．７ ｋｍ２，厦门岛总人口达到 ２５２ 万，人均住区碳足迹为 ５７５９ ｋｇＣ ／人，住区紧凑度为 １．４５，人均住房面积为 ４１．
０ ｍ２ ／人。 由此可见，可将低碳发展和紧凑发展是惯性发展的两种极端情况，体现在总住区面积、人均住宅面

积和人均碳足迹大小的变化：紧凑发展情景中住区类型Ⅲ比例较高，高住房容积率和住区紧凑度大大增大了

厦门岛的人口承载能力，但住区类型Ⅲ建筑本身直接产生的建筑碳足迹和居民生活间接产生的生活碳足迹和

交通碳足迹均明显高于住区类型Ⅱ，造成人均住区碳足迹增大；低碳情景则相反，该情景下人均住区碳足迹较

低，能够容纳的人口数也较低。
（３）ＣＬＵＥ⁃Ｓ 模型多用于自然土地类型的模拟，鲜有将 ＣＬＵＥ⁃Ｓ 模型应用于住区形态变迁的实例。 本研究

应用 ＣＬＵＥ⁃Ｓ 模型对厦门岛进行 ２０３０ 年住区形态变迁模拟，三类典型住区受驱动因子影响的程度不同，构成

不同的分布特征。 由于住区类型Ⅰ未来不再新建，本研究不讨论其分布特征；住区类型Ⅱ趋于分布在人口密

度大、交通便捷、离市中心近的地区，可归纳为住区类型Ⅱ遵循现状继续发展的惯性较大；住区类型Ⅲ趋于分

布在人口密度较低、离商服区近、高程低的海边地区，可归纳为住区类型Ⅲ分布在征地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
４．２　 结论

（１）ＳＤ 模型与 ＣＬＵＥ⁃Ｓ 模型的耦合可以发挥两者分别在时间动态模拟和空间分配模拟的优势。 在 ＳＤ 模

型中使用子系统可以在模型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整合相关研究的成果。 本研究在住区子系统和人口子系

统的基础上，构建并整合碳足迹子系统，使住区形态变迁这一过程反映到碳足迹的时间序列变化上。 在

ＣＬＵＥ⁃Ｓ 模型中设置空间模块参数可以干预研究区适宜或完全不发生转换的土地利用类型。 ＳＤ 模型与

ＣＬＵＥ⁃Ｓ 模型耦合，使得模型在横向整合和纵向深入上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２）住区类型Ⅲ成为厦门岛未来主要住区类型，今后的节能减排工作应该重点针对住区类型Ⅲ开展；在

决策过程中，应对厦门岛住区规划用地、其中住区类型Ⅲ所占比例及其容积率等目标进行限制。 在通过紧凑

型住区发展模型解决厦门岛人口压力的前提下，从降低居民生活碳足迹和交通碳足迹方面适当考虑住区低碳

发展，例如：选取合适的建筑外墙材料，减少用于采暖保温的建筑碳足迹；未来可能出现高密度住区的区域应

加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减少交通碳足迹；部分地区由原来的其他建成区转变为住区，居民到达特定功能区的

交通碳足迹将增大，应尽量保证该地区各功能区完善以减少交通碳足迹；
（３）厦门岛内人口迅速增加，近年来人口密度屡创新高，如何平衡厦门岛内外发展是厦门市政府面临的

严峻考验之一。 发展紧凑型住区模式，使岛内人口承载能力可能是该问题的出路之一，但随之带来住区碳足

迹尤其是建筑碳足迹的增大。 早在 ２０１０ 年，厦门就被列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应在减少住区碳足迹作出

新的尝试，可在紧凑发展情景模式下缓解较大的人口压力，同时应根据城市人口和用地的实际情况，在低碳城

市建设与有效节约用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优先从居民生活习惯与通勤方式方面减小生活碳足迹和交通碳

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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